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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三种进路
——兼论对“第二个结合”的启示

李承贵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思想界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互动结合

的学术实践。在这种波澜壮阔的学术实践中，两种伟大哲学学说的碰撞与汇合是由无数个鲜活的、个性的、成

功的、失误的案例组成的，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形式非常多样。这里从无数的案例中选择部分代表，概括

为“三种进路”，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具体情形，辨其得失，汲取经验，从而为“第二个结

合”的展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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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个结合”，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人所共知，自马克思主义进入

中国本土始，便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过程。这种融合过程是全方位的，是跌宕起伏的，是错综

复杂的，也是经验与教训并存的。因此，回顾与检讨过去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

学术实践，对于如何开展“第二个结合”是极具启示意义的。考之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融

合之实践，其融合进路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选取三种进路，即思维方式的进路、思想义理的进路、人生

哲学的进路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融合的具体情形，并希望通过这种考察与研究获得实现

“第二个结合”的启示。

一、思维方式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融合的方式，是作为指导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拉开序幕的。

张岱年说：“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最重要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整理中国哲学史的

丰富史料，探索中国哲学的具体发展过程，从而发现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1]103但在“整理中国哲

学史料、发现中国哲学发展规律”的学术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开始了与中国哲学的事实上的

融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研究、分析社会意识现象必须以社会存在为逻辑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中有无类似的思维方式呢？回答是肯定的。王充有所谓“去信取食”之

说：“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2]146萧萐父解释说：“即是说社会

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社会的道德理想。虽然王充和他的前辈一样，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来谈

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观念的关系，还不可能对社会存在作出科学的规定，但不能否认，这里已有唯物史

观的萌芽。”[3]既然认为物质生活资料决定信用的有无，而物质生活资料属于社会存在，信用属于社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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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而也就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有无。因此，萧萐父认为王充的“去信取食”命题内含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内含了由社会存在分析、研究社会意识的思维方式。既然

王充的“去信取食”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自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思维方式与王充的“去信取食”观念在萧萐父的学术实践中实现了结合。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基本的思维方

式。那么，中国哲学中有无类似的思维方式呢？范缜提出过著名的“形质神用”命题：“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4]冯契解释说：“《神灭论》讲质用统

一，也就是‘体用不二’的意思。它认为实体（体）即质料因（质），而作用（用）即实体的自己运动，或者

说是质料（质性）的自然表现。范缜运用这样的观点来阐述‘形神’关系问题，指出：一方面，形是质料

因、实体，神是作用；‘用’依存于‘质’，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第一性、第二性的关系。

另一方面，‘形神相即’，‘形神不二’，精神就是特定的形体（人体）的自己运动、自然表现。这是辩证

法思想。”[5]238这就是说，“形质神用”强调了“形”是第一存在、“神”是“形”的派生物，但“形”也不能离

开“神”，因此，“形质神用”一方面内含了“由物质或社会存在角度分析、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另一

方面内含了“意识相对于物质的独立性及其能动作用”的思维方式。既然“形质神用”内含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由物质或社会存在分析问题”和“意识能动作用物质”的思维方式，那么自然可以认为范缜

的“形质神用”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的思维方式实现了

结合。但这种结合并非十全十美，冯契说：“他简单地把‘形神’关系说成是精神依赖于肉体，而没有

认识到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不可能彻底战胜唯心论。这是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

主义者的共同的局限性。”[5]241在冯契看来，“形质神用”虽然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与意识辩证

关系”的基本原理，但由于范缜的“质”只限于肉体，而非社会存在，更非社会实践，因而这意味着实现

“形质神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亦是纠正“形质神用”之不足的过程，从而证明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结合的必要性。

中国哲学文本中是否蕴含了丰富、深刻的辩证思维呢？在中国学者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论语中

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6]张岱年认为：“《礼记·中庸》篇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

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所谓中庸亦即两端而用其中，即掌握

两端，选择中道。中庸学说是否辩证思维呢？……我认为，中庸观念含有辩证法，而不完全是辩证法。

中庸至少包括两层意思：一肯定事物的变化到达一定限度即将转化为反面，二是要求保持一定的限度，

避免向反面转化。前一层意义是辩证的，后一层意义就背离了辩证法了。中庸观念承认对立面的转化，

又要求遵循一定的标准。在通常情况下，遵循一定标准是必要的；但在变革的时代，须要打破旧标准建

立新标准，中庸就表现出保守性。”[7]这就是说，中庸揭示了事物变化的内在矛盾及其特征，事物变化是有

限度和边界的，超越了确定的限度和边界必然走向反面，同时主体可以根据事物变化的这种特点，努力

将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之内，以保持它的和谐与平衡。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变化在于事

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存在与发展表现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等原理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因此，张岱

年关于中庸的解释，事实上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相关原理与中庸内含的辩证法思想结合在一

起。再如，张岂之认为，孟子的“凡同类者，举相似也”[8]命题也内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方式。张岂之解释

说：“他（孟子）所谓的‘类同’，不是绝对的等同，而是大体相同。大体相同就是‘相似’，‘相似’之中又有

不同，因而他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鞋而论，陈相认为鞋的大小一样，价钱就应该相同。孟子反驳

说：‘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纵然鞋的大小一样，也有好坏之分。好鞋与坏鞋是一个价钱，谁

肯干呢？这说明，他从‘类同’中又看到了不同。如果说‘类’是事物的一种共同性，那么这种共同性是从

事物的不同性中概括出来的，而这种被概括出来的共同性，又用于探索事物的新的不同性。从认识论来

看，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9]95在张岂之看来，孟子所讲的“类同”，是差异的“同”，因为虽然是“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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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仍然存在“不同”，而且，由于这种“同”是众多“不同”的抽象，因而这种“同”又可以作为一种思维方

法探索事物的新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共性是指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普遍的性质，个性或差异性

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个别的、特殊的性质，共同性与差异性是辩证的统一，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

因而研究具体事物不仅要注意每个事物的共性，更要关注每个事物的特殊性，通过对特殊性的研究认

识、把握共性。由此可见，在张岂之解释实践中，孟子“凡同类者，举相似也”所蕴含的“类同”思想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共性与个性关系的原理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在浩瀚的中国哲学文献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维方式，其中许多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思维方式有惊人的相似或相同。比如，“由用以得体”[10]和“即事以穷理”[11]，张岱年认为这两个命题

都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维方法，他将“由用以得体”解释为：“研究宇宙观的问题，应该从观察现象开始，

然后逐渐达到对于本体的认识。”[1]85而将“即事以穷理”解释为：“应该就事实来研究规律，不应该先假定

一些规律去限制事物。”[1]85显然，在张岱年的解释中，王夫之的“由用以得体”与“即事以穷理”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由现象到本体”“从事实研究寻找规律”相互发明、交相辉映，实现了结合。

如上考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分析问题必须从物质开始、从社会存在开始之思维方式，

在中国哲学中找到它的“同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共性寓于个性等思维方

式，在中国哲学中也找到了类似自己的“兄弟”，通过张岱年、冯契、张岂之等人的学术实践，对中国哲学

进行损益，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进路上的融合。

二、思想义理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第二个进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想义理上的结

合。在这个进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多数基本原理都实现了与中国哲学的融合，以下罗列数例以考

察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统一，世界的物质统

一性以具体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而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又以它们的客观实在性为基

础。那么，中国哲学中有无类似的义理呢？回答是肯定的。《国语》中有一个著名命题“和实生物”：“夫和实

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

杂，以成百物。”[12]任继愈是这样解释的：“‘百物’都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而成的，自然和社会的一切

事物，都是由于不同的‘他’物和合变化而来的；所以‘和’是自然和社会事物发展的法则，‘和实生物，同则

不继’。他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意思是说，声调单一就不好听，一样的颜色就没

有文彩，一种味道就没有滋味，只有一种东西就无从比较好坏。”[13]27基于任继愈的解释，“和实生物”的意涵

包括：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为基本元素而形成的；宇宙万物的形成是由多样性、差

异性的元素构成的；差异性、多样性观点可升华为处理自然界、人类社会中的问题的基本原则；单一性、同

质性观点不仅不能成就万物的产生，反而使事物变得单调乏味。无疑，任继愈的这种创造性解释是合乎马

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原理的。“和实生物”不仅内含了宇宙万物的统一性是多样性和

差异性（金、木、水、火、土等）的统一之义理，而且内含了宇宙万物的统一性以具体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

性为前提之义理，亦内含了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必须以其客观实在性为基础之义理。因此可以说，任继

愈的解释实际上在发掘、赋予“和实生物”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义理的同时，实现了“和实生物”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形态，神是不存在的；社会中的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

具有阶级性。那么，中国哲学中是否存在这些观念呢？侯外庐作了肯定回答。王充对“天”进行过这样

的论述：“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体，列宿着天之形。形体具则有口，

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尽；如无口，则无体，无体则气也，若云雾耳，亦无能食。”[2]388侯外庐

解释说：“（1）天地既然是‘体’，它便显著地是物质，这就是把神性的‘天’还原为自然的‘天’，根绝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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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性、意志性，从而否定了它的神性；（2）天与地既然同为‘体’，则就其物质性言，无复有尊卑高下，

这就打落了‘天’之尊，消除了‘地’之卑，客观上否定了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3）天地既然是‘体’，这就

破除了‘体’、‘气’的混淆，根绝了由‘气’通往神的神秘隧道。”[14]在侯外庐看来，王充将“天”理解为“体”，

便是“天”的实物化，所以是唯物论的，由于是唯物论的，自然就没有了神性，没有了神性，“天”的意志性

也被否定；既然“天”是物质的，天地万物同体，都属物质，从而也就否定了尊卑等级，否定了封建秩序；既

然天地是体，无体者为“气”，因而区分了天地与“气”的不同，从而使“气”的神秘性也被否定。因此可以

说，在侯外庐的解释中，王充的“天体论”内含了“天地即物质的思想”，从而对“天”所蕴含的有神论、意志

论、等级论等形成了否定，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无神论、阶级理论内在的逻辑结论，这

当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实现了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就知识来源论，相对于先验论，经验论更接近真理，但经验也不是知识的根

本来源，根本来源是实践；而检验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

中国哲学是否蕴含了类似的认识论义理呢？任继愈关于“三表法”的解释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

应。《墨子》云：“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
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

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5]这就是所谓“三表法”。任继愈解释道：“墨子认为判断事物的真假

是非，第一、要有前人的经验作根据，这就是他所谓‘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其次，要根据‘百

姓耳目之实’，就是根据个人直接经验以外的广大人民亲身的经验。第三，判断事物真假是非，要根据

‘废（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看它符合不符合国家人民之利。……墨子‘三表法’出

发点是唯物主义的，即要求认识从实际出发，判断是非应根据前人的经验、广大群众的经验和实际效

果。墨子的‘三表’都说明他的学说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二表说的是间接

经验和直接经验，第三表虽说重视实际效果，但是墨子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客观的标准。他还不

能分清当时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国家之利未必就是人民的利，有时反倒是人民

之害。”[13]111-112在任继愈看来，“三表法”的基本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因为其中包含了

“以前人的经验、人民群众的亲身实验、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等作为认识的来源，和作为检验认识是否

真理之标准”的主张，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那就是过分夸大经验的可靠性，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也

没有认识到经验与实践的差异，不懂得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没有区分统治集团利益

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代替人民之利的利益，这就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历史观。不难看出，在任继愈对《墨子》“三表法”解释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与《墨子》

“三表法”经验论实现了融合，但这种融合中的效应是“三表法”中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内容

被肯定、被吸收，接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内容被修改，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内容被

否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人类社会

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种活动通过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历史发展的规

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统一的，二者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行。但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充

满着复杂的矛盾性与偶然性，所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必然表现为曲折性和多样性。那么，中国哲学

中有无类似观念呢？张岂之的回答是肯定的。王夫之关于“理势合一”主要论述有：（1）“势者事之所

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

矣。君臣之分，上下、轻重、先后、缓急之权衡，其顺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志，致

远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顺即势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无二理也，无二势也。”[16]335（2）“理本

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

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17]对于“理”，张岂之分析说：“王夫之所说的‘理’有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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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其一是指社会历史本身的规律性，其二是指合乎规律的行动才是合理的。这里他对理学的批

评，从自然观一直伸展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进化过程。这些地方，表现出他的

历史观的合理因素。”[18]886即认为王夫之的“理”既指社会发展规律，又指合乎规律的行为，肯定历史有

规律可循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对于“势”，张岂之解释说：“对于历史的进化，王夫之猜测到其中的内在

的规律性，他称之为‘势’。”[18]885然而，王夫之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混乱的，张岂之说：“王

夫之对于历史规律的看法，是猜测性的；同他对历史进化的看法一样，他认为历史的‘不易之理’首先

是‘君臣之分’，与此相符者就成为‘势之便’和‘理之顺’。由此可见，王夫之虽然承认历史本身有其规

律，它表现为历史的客观趋势，而且在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说明上具有合理的因素，但他并不懂得什么

才是历史的规律性，当他把封建主义的统治及其道德观念视为‘不易之理’，便在实质上又走入了历史

唯心论。”[18]886综合言之，张岂之关于“理势合一”的理解可归纳如下几点：（1）探讨了历史发展趋势与历

史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具有积极意义；（2）通过“势”解释社会历史演变的

原因，推进了对社会历史变化发展根源的认识；（3）否定了个人意志和复古主义，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

的客观性与进化性；（4）王夫之将“不易之理”视为“君臣之分”，这说明王夫之对“势”与“理”内涵及其

关系的认识并没有接触到社会历史的本质，在历史观上仍然表现为唯心主义。既然王夫之“理势合

一”观念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趋势关系的原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由于其内部矛盾性而表现为曲折性和多样性的观念，既然王夫之“理势合一”的

“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社

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就意味着王夫之的“理势合一”仍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距离。因此，如

果说王夫之的“理势合一”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了融合，那就意味着是对王夫之“理势合一”的

修正和充实，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据改造、丰富、更新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论，从而实现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与王夫之“理势合一”论的融合。

如上考察表明，《国语》中“和实生物”命题蕴含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万物的统一性是多样性

和差异性的统一”之义理，以及“万物的统一性以具体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之义理，王充

“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命题蕴含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是宇宙世界的基本形态、宇宙世界没

有神、人皆有阶级属性”等义理，《墨子》的“三表法”蕴含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来源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之义理，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蕴含了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历史

发展是规律性与趋势性的统一，以及充满偶然性和曲折性”的义理，因而可以说，通过侯外庐、任继愈、张

岂之等人的学术实践，对中国哲学进行损益，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想

义理进路上的融合。

三、人生哲学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涉及人的本质、人的解放、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社会理想等丰富内容，中国哲学

在这些领域无疑也有其丰富的内容，在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国哲学的实践中，这些领域也都

被程度不同地涉及，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融合的第三个进路。以下罗列数个案例进行

考察。

中国哲学中有无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观念？张岂之通过对孟子思想的解释作了肯定回答，他认

为孟子学说中有涉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内容。张岂之说：“孟子则不同，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

既有义务又有权利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从而提出相对的权利义务论。如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

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农民既有‘同养公田’的义务，又有‘敢治私事’的权利，二者是相

对的。”[9]80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权利只是在人类尚未以整体的社会形式摆脱自然束缚的条件下，通过公

共权利的强制力对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调节的一种历史产物，所以权利是历史的、具体的；马克

思主义也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既反对对个体权利的抑制，也注重个体对社会的义务。由此看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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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之认为孟子“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中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关系观，

是可以接受的。但显然，孟子这种观念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关系观的水准，因而虽然也可以认

为与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关系观实现了结合，但只有经由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观的改造、赋予新的内涵才

谈得上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为准则，中国哲学中的人生观究竟怎样呢？可谓丰富多样、参差不齐。

有的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相契，有的则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相悖。比如，庄子关于

人生意义的观点，沈善洪就认为是消极的。庄子说：“适来，夫子是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

乐不能入也。”[19]49又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19]108沈善洪解释说：“这

就不难看出，‘安时而处顺’，在庄子处世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两段话都是由对待生死、得失的态度问

题引起的。……一切都应当顺从自然。……这样看来，庄子对待生死问题，简直是达观极了。其实不

然。作为没落阶级厌世的思想家，庄子把现实的人生看得毫无意义，常常发出感叹和悲号，甚至把人生

看成一场梦。”[20]在沈善洪看来，庄子的人生观是消极的、颓废的，是没落阶级的人生观，与马克思主义

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说庄子这种“安时处顺”的人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现了融合，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取代了庄子“安时处顺”的人生观、价值观。而

对于王夫之的人生哲学，沈善洪则给予了高度评价。王夫之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

名以成实，名不可辱；实以主名，名不可沽。”[16]363沈善洪解释说：“所谓‘生以载义’，就是把生命看成是实

现道德原则的前提和基础，而‘义以立生’则是把维护道德原则作为生命的重要价值。正因为这样，生

命是‘可贵’的，但当‘生’与‘义’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就应勇于‘舍生’，做出自我牺牲。与此相联系，

他还提倡‘名以成实’，‘名不可辱’，认定‘名不可沽’，反对沽名钓誉。王夫之的这种人生观，继承了我

国伦理学史上提倡的‘以身殉道’、‘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且更突出了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21]根据沈善洪的解释，王夫之的人生观表现了道义至上、人格至上、名誉至尊的特

质，崇尚精神高于肉体，是对物质主义的超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将道义、人格、名誉视为

纯洁至上，所以在沈善洪的解释中，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为准则肯定王夫之的人生观、价值

观，并将其消化、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从而实现了王夫之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

观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应该是社会财富的享用

者，但常常遭受剥削和压迫，生计得不到保证，生命得不到关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对人民群众

的生命必须给予关爱，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思想呢？张

岱年认为，韩愈的“博爱”、张载的“民胞物与”等命题都内含了对人民群众生命的关怀。张岱年说：“韩愈

的‘博爱’，张载的‘民吾同胞’都是阶级社会中的有阶级性的道德原则，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人类之爱。这

类学说是否全无实际意义呢？那又不然。这类仁爱学说都是反对贪暴苛虐的，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虐待

人民、反对苛政，要求减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仁爱学说，作为开明士大夫的

舆论，对于人民还是有益的。”[22]依照张岱年的解释，“博爱”“民胞物与”虽然具有阶级性，属于服务于剥

削阶级的理论，但其中包含了反对贪官、反对苛政等思想，体现了对下层人民生命的关怀。这种解释就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博爱”“民胞物与”内含的思想进行了分解，其中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被

保留，而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被剔除。正是在这种肯定否定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

学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有经典的论述，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在中国哲

学中存不存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和主张呢？张岂之的回答是肯定的。张岂之

说：“孟子则不同，他对人类的特殊本质作了比较系统的理性思考，提出了人道的问题。如说：‘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这里的‘仁’是一种道德范畴，而这种道德范畴是属于‘人’的。‘仁’与‘人’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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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道’。换言之，‘道’就是‘仁’与‘人’的统一；自然本质的人与伦理观念相结合，使自然本质退于次

要地位，道德化的人性成为主导，这就是‘人’之‘道’。……由此可见，人道就是‘人伦’，即人的道德观

念。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观念的。人如果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而没有道德修养，那就

和禽兽差不多了。在孟子看，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是有道德观念的。也就是说，他从道德观念

上已经发现了‘人’。……从道德上发现了‘人’的社会性，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意识。”[9]83-84在

张岂之看来，孟子关于“人、仁合即道”的论述，说明孟子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具有道德观念，也即从道德上

发现了人的社会性。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一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因此，孟子的“人、仁合即道”，经由张岂之的解释，便实

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但同样需要注意，孟子的这个观念仍需突破自身的局限才能实现与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结合。

如上考察表明，中国哲学中不仅蕴含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辩证统一关系观，而且蕴含了类

似于马克思主义道义至上、人格至上、名誉至尊的价值观，不仅蕴含了类似马克思主义体恤劳动民众的

思想，而且蕴含了类似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之思想，因此可以说，在张岱年、沈善洪、

张岂之等人的学术实践中，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损益，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在人生哲学进路上的融合。

四、启  示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无论是革命领袖，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亲历过这种学术实践，并呈现了它的错综复杂和多姿多彩。那么，过去百余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实践留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第一，“马中结合”是多向度、多层次的。就内容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既有思维

方式的结合，亦有思想义理的结合，更有人生哲学的结合，依此类推，在历史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

学、科学哲学、逻辑哲学等方面也必然存在结合；而在每种结合中又表现为层次性，即既有抽象观念的

结合，亦有方法论的结合，还有技艺上的结合。就形式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既有通

过对中国哲学修改而实现的结合，亦有通过对中国哲学中某些消极内容的否定而实现的结合；既有通

过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消化吸收而实现的结合，更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彼此

内容的互补而实现的创造性结合。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不是单向的、平面的，

而是多向的、立体的。由此获得的启示是，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具

有开阔的视域。

第二，“马中结合”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通过对过去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

学结合实践的考察和分析，不难发现，过去的结合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就经验而言，过

去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展开的结合表现为广泛性、可行性。所谓广泛性，即涉及到哲

学的本体论、宇宙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人生哲学等领域；所谓可行性，即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中国哲学并非对立的、排斥的，而是可以相通的、可以结合的；所谓价值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哲学的结合，可以创造新的哲学形态并服务于现实社会。就教训而言，过去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中国哲学展开的结合表现出教条化、盲目化、绝对化。所谓教条化，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

不变的模式，从而在中国哲学中寻找相应的内容，而忽视中国哲学的自我特性；所谓盲目化，即将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进行随意比附、配对，而忽视二者内容的相契性；所谓绝对化，即将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为绝对标尺，而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任意删改，从而导致对中国哲学的内容和价值的消解。因

此，过去百余年所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实践，对于科学地完成“第二个结合”是具

有启示意义的。

第三，“马中结合”是错综复杂的，需要优质主体。如上讨论表明，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是发生于不同地域的两种学说，而且还存在时间的差异，从而使两种学说的说理方式、思想内容、义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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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价值追求等都表现出差异，因而推动二者的结合必须耐心、细致、谨慎，对于被结合的概念、命题或观

念必须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和准确地把握，寻找结合的相契点，对于相斥的内容，则必须相互包容，相

安为上，而不应勉强结合，避免导致两败俱伤。而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中做到耐心、

细致、谨慎、科学，必须有优秀的实践主体。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语

言文字、文化基础、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价值取向等因素差异甚大，因而要使二者结合而不出现失误，就

必须拥有合格的主体，即在语言、知识、道德、思想等方面都具备相应的能力，以胜任“结合”的任务。从

这个意义上说，必须注重“从事结合工作的主体素质”的培养，如果那些从事“结合工作的主体”都不具备

完成“结合”任务的素质，那我们怎么能指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有理想的结合呢？因此，当今社会上

同时开展的“国培”（国学培训）与“红培”（红色文化培训）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第四，“马中结合”有助于新思想生命体的产生。没有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

一方面开发了中国哲学资源，并通过诠释、赋予、融入等思维活动，使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另一方面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中国哲学的优秀内容，以充实和丰富自己，使之中国哲学化；从而形成了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哲学学说，关于宇

宙世界、人文世界、思维世界都有其超常的洞察力和积极主张，中国哲学则博大精深，对人文世界表现

了其特殊的、精湛智慧和关怀，因此，基于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历史经验，要实现

“第二个结合”这一神圣使命，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互欣赏、取长补短、彼此吸收、相

互成就，从而创建新的哲学形态，以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性质提供保证，以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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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三种进路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long with enlightenment for the

 "second integration"

LI Chenggui
(Center for Zhouyi and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Since Marxist philosophy entered China for the first day, the academic practice of interactive integra‐
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has begun. This grand academic practice is composed of nu‐
merous vivid, individual, successful, and erroneous case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and taking various 
forms. In this study, some representative cases are selected and summarized into three approaches so as to ex‐
amine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While their merits 
and demerits are assessed to gain experience, some references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
o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three approache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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